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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 

——基于贵州省国定贫困县的实证研究 

刘澹远 陈始发
1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

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文章基于问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公共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

困人口获得感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①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待提升。除了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外，农村贫困

人口的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和社会获得感相对偏低。②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具有显著影

响。不同的配置方式或不同的配置渠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不同。其中，“输血式”扶贫资源

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得感，而“造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

得感。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 年后中国的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文章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①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②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

置方式;③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④要着力增强 2020 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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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到 2020 年，要实现现行扶贫标准（2010年不变价）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

目标，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与扶贫资源配置

是息息相关的。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扶贫资源（主要指资金等）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根据来源不同，扶贫资源配置可以分为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公共性扶贫资

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方式。有学者指出，面对因扶贫所带来的资源,人们的获得感不但没有提升，反

而出现了“钝化”倾向或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餍足效应”[1]。那么，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究竟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何

影响？是否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的“餍足效应”呢？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贵州省国定贫困县中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包括脱贫户与未脱贫户）。研究的区域主要为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贵州省主要包括 50个国家级贫困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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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区域 

1.2 数据来源 

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从贵州省的 50 个国定贫困县中随机抽取 5 个国定贫困县;再从所抽取的 5 个国定贫困县中各随

机抽取 5 个贫困村（共计 25 个贫困村）;最后从所抽取的 25 个贫困村中各随机抽取 30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 750 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样本。问卷调查采取人户访谈的形式进行。此次调查共获得 613 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有效调查样本。调查样本的背景

变量为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脱贫情况五个方面。结果如下:男性占 92.50%,远高于女性;汉族占 68.84%，少数

民族占 31.16%;在婚占 94.29%，未婚占 5.71%（包括未婚和离婚各占 1.79%，丧偶占 2.12%）;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中:小学以

上学历占 49.59%（初中占48.61%,高中或中职占 0.98%），其他学历占 50.41%（小学占 46.66%,文盲或半文盲占 3.75%）；脱贫户

占 37.03%，未脱贫户占62.97%。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其中，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主要包括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等;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包括现金直补、资金人股、公益性岗位、

就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和配置方式可能会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

此，本研究的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 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不同，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就不同。 

假设 2: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就不同。 

2.2 变量界定 

2.2.1 自变量: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 

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主要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表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主要包括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和公共性扶

贫资源配置方式两个变量。虚拟变量的设置方式是 1为获得，0为未获得。 

2.2.2 因变量: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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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因变量的测量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中的各个维度的因子得分。首先，根据受访者对“获得感”操作化后题项的

选择结果，进行赋值，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该题项的评价度越高;然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个维度的获得感因子得分情

况，每个维度的获得感因子得分即为该维度获得感的因变量。具体操作化为以下 4个变量： 

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进而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

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政策性收入、社会支持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经济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政治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利益诉求机会、利益诉求渠道、公共事务参与度发生变化后所

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政治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

进而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福利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进而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

感受。因变量是社会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个体特征基本情况。它主要包括性别（虚拟变量:男=1，女=0）、民族（虚拟变量：少数民族=1，

汉族=0）、婚姻状况（虚拟变量:在婚=1，未在婚=0）、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小学以上学历=1，其他=0）、脱贫情况（虚拟变量:

脱贫=1，未脱贫=0）五个方面。 

2.3 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作为有序变量，在对因变量的各个维度进行平行线假定检验后，选用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Pj=p(y≤j|x)，它表示的是 y取前 j 个值的累积概率；xn 表示第 n个因变量，它主要包括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中的

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社会获得感和福利获得感。 

本研究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0”或“1”的二分类变量，选取二元 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P 表示自变量发生的概率，即受助者自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获得情况的概率；xi 表示第 i 个自变量，包括公共性

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等核心自变量，以及人口学特征变量等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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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经验测量 

3.1 经济获得感状况 

从贫困户家庭收入结构调查情况来看，贫困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和社会支持性收入所构

成（图 2）。其中，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工资性收入均在 5000 元以内，占样本调查总体的

68.68%。从经营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经营性收入在 5001-10000 元，占样本调查总体的77.65%。从

政策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政策性收入在 5001-10000元，占样本调查总体的87.28%。从社会性收入

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社会性收入均在 5000 元以内，占样本调查总体的 98.37%。由此可见，现行扶贫开发

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收入方面，尤其突出表现在财产性（资产性）收入的严重缺乏。因此，在未来扶贫开发政策选择中，

政府需要树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扶贫政策理念，进而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图 2 2018年家庭收入结构分布情况 

总体而言,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从纵向维度来看，近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很大提升;但从横

向比较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出现了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钝化”倾向或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餍足效

应”。 

3.2 政治获得感状况 

政治获得感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重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主要是从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开发而使自身利益

诉求机会、利益诉求渠道、公共事务参与度方面来考察，见表1。 

表 1政治获得感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频数（次） 11 24 313 163 102 

对村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 百分比（％） 1.79 3.92 51.06 26.59 16.64 

对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监督 
频数（次） 3 66 420 136 8 

百分比（％） 0.49 10.77 68.52 22.19 1.31 

对村委会或居委会选举 
频数（次） 48 63 482 14 6 

百分比（％） 7.83 10.28 78.63 2.28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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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福利获得感状况 

如图 3 所示，近五年来，贫困户家里基本上安装了自来水，村里的主干道基本上得到了硬化，且贫困户对其还比较满意。

这主要得益于贵州实施了“村村通客运”工程，且在 2017 年底贵州成为了西部第一个、全国第 14 个实现全省建制村道路通畅

的省份。但不可忽视的是，因国家开展“撤校并点”项目，致使很多农村学校消失，这大大降低了农村上学的便利度。调研中

发现，受访者均表示小孩上幼儿园和小孩上小学的便利度都不到 20%，这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对教育精准扶贫的满意度［2］。

由此可见，农村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福利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需要充分考虑教育精准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体而言，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相对偏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医疗卫生福利、公共服务福利方

面相对较低。陈成文等研究表明，“因病滞贫”是农村贫困人口长期难以脱贫的根本原因
［3］

。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医疗

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3.4 社会获得感状况 

社会获得感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重要内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主要是从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妇

女地位和社会结构方面来考察。具体如下： 

当询问“村级管理人员在以权谋私方面的现象”时，77.97%的受访者表示“减少了一些”及“减少了很多”;仅有 1.96%的

受访者表示村级管理人员在以权谋私方面有所增加。然而，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在被询问“村里矛盾纠纷”“村公共事务管理的

公开透明度”“参与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民主协商机会）”方面，大家都表示“差不多”。与 2013年相比，村级公共事务

管理的公开透明度以及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明显增加了。调研中发现，当询问“同 2013 年相比，村公共事务管理的公

开透明度”时，有 38.99%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增加了一些、增加了很多），而回答“参与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民主协

商机会）”时，也有 14.63%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增加了一些、增加了很多）。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家在村级社会治理方面

做出了一定成效，但与农民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与 2013 年相比，受访者对近年来村里生态环境如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满意情况方面，有 40%以上

的受访者回答是相对满意的。有 22.02%的受访者对近年来村里主干道整洁程度还不是很满意。 

 

图 3基础设施满意度情况 

公平正义方面，超过 60%以上的受访者均表示“一般”。这意味着，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并逐步改善基

层扶贫开发工作的公平公正性，但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还是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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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中有 17.95%妇女表示近年来当选村干部的机会要明显增加了一些。张杰等指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亿

万妇女政治地位显著提高、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健康状况极大改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半边天’

作用日益彰显”
［4］

。 

从产业结构来看（图4），受访者在被询问“同 2013年相比，所在村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方面的变化情况时，

有超过或接近 20%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村里的第一产业项目和第三产业项目有所增加，而第二产业几乎维持现状,没有多大变

化。当前在扶贫开发活动中的产业项目主要还是选择一些种养殖业项目，这种“短平快”的产业项目有利于短期内增加农民收

入。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等项目活动，有近20%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在“外出就业”方面有所增加。 

 

图 4与 2013 年相比 2018 年所在村产业结构（三产比例）的变化情况 

4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4.1 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总体上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重要影响，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模型 1的系数综合检验 P值＜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和其他涉农资

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都为正，因此部分否定了假设 1。中央财政涉农资金

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 43.2%。省级

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 78.2%。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每提高 1个单位，其

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 87.3%。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

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持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 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

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经济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

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然而，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错位，导

致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高度偏态化或低水平化。例如，在扶贫开发中，“精英俘获”往往导致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难

以发挥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精英尤其是体制内精英的操纵，使得公共性扶贫资源被地方精英俘获和资本化，对贫困人口

而言，公共性扶贫资源资本化，导致农业生产“高投人，高成本”，影响了贫困人口的增收和脱贫［5］。二是公共性扶贫资源投

人目标偏离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的结果。例如，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主要是倾向于连片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

而非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很可能被排斥在外，致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贫困程度有可能加深
［6］

。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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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 2001年的 61%增加到 2009 年的 66%；与之相应的，云贵甘三省的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41%
［7］。 

4.2 政治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模型 2的系数综合检验 P值＜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政治获得感的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相关政

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从公

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

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可以分别提高 39.4%、79.4%、59.5%和 23.8%，因此部

分验证了假设 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政治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

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政治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扶贫制度的行政强制性使扶贫资源

配置产生路径依赖，制约着资源配置方式，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扶贫实质上是政府以权力的强制性来配置扶贫资

源，以行政逻辑来代替市场逻辑，致使扶贫资源难以有效整合，降低了扶贫的精准性。研究表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渠

道的缺失与不畅，影响人民群众参与权利的行使，从而阻碍人民群众对政治获得感的有效获取［8］。二是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

单方性致使政府与贫困村、贫困人口缺乏良好、理性的沟通，导致扶贫项目不能有效契合贫困人口的主导性需求。三是扶贫制

度的刚性，强调了政府包办扶贫，致使扶贫运行模式的机械化，导致扶贫资源配置错位，贫困人口的边缘化和利益的受损。研

究表明，刚性扶贫注重国家行政权力的权威性，以维持扶贫政策的全国一盘棋［9］。积极的政治参与可以激发民众参与热情与政

治信心，会对政治态度有正向影响
［10］

。 

4.3 福利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模型 3的系数综合检验 P值＜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

政涉农资金，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

响;它们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 3.2%、55.2%、86.7%和 24.4%，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 1。

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贫

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 23.2%、

23.6%、20.4%、57.3%和 27.2%，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 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福利获得感

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表 2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影响的二元 Logistic模型结果 

具体指标  
模型 1: 

经济获得感 

模型 2: 

政治获得感 

模型 3： 

社会获得感 

模型 4: 

福利获得感 

 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573 0.871 1.352 1.402 

 中央财政涉农资金 1.432** 0.963 1.032** 1.234** 

 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782** 1.385 1.483 1.75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

道 
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 1.981** 1.242** 1.552** 1.346** 

 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 1.792** 0.643* 0.867* 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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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 0.873** 0.772* 0.244* 0.273* 

 其他涉农资金 0.354 0.488 0.053 0.361 

 直接补助现金 1.98r* 1.394** 1.232** 1.892** 

 资金人股 0.232 0.123 0.291 0.183 

 设置公益性岗位 0.982* 0.794* 1.236* 0.938***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

式 
提供就业培训 0.784** 0.595* 1.204** 1.234* 

 提供教育救助 1.882** 1.238** 1.573* 0.895* 

 提供产业扶持 1.791* 1.389 1.272* 1.774** 

 其他 0.592 0.634 0.869 0.463 

 性别（参照组:女） 1.023*** 0.973** 1.324* 1.313** 

 民族（参照组:汉族） 1.890** 1.035* 1.523** 1.126* 

个体特征变量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在婚） 0.357* 0.652 0.482* 0.385 

 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或半文盲） 1.269 1.427 1.063 0.134* 

 家庭状态（参照组:未脱贫户） 1.035** 1.356** 1.222* 1.348* 

N  613 613 613 613 

Chi-square  97.29** 103.03** 120.14** 110.27** 

-2Loglikelihood  238.15 287.23 325.07 376.25 

调整 R2  0.025 0.039 0.043 0.018 

 

注:*、**、***分别表示在 10%、5%、l%水平上显著。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其他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易地搬迁、

危旧房改造、村庄整治和生态保护方面。 

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性扶贫资源的多寡

所形成的资源不公平性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11］。如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

适当补助。然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严重。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对有限的条件下，

不少贫困地区采取了“因财施保”的策略。也就是说，在扶贫开发中，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所享受到的低保

金额会有很大的区别，从而影响到低保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并最终导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低。

二是扶贫开发中权力下放过度与制度的不完善、对象甄别的误差等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在县乡

两级民政部门缺乏人力物力对村级上报的低保户进行全面核查时，很多不符合低保要求的非贫困户被纳人了低保［12］。可见，这

种权力滥用和“道德风险”最终导致真正的农村贫困人口被排除在低保之外，导致农村贫困人口丧失了福利获得感。 

4.4 社会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 2可以看出，模型 4的系数综合检验戸值＜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因变

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

政涉农资金，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

响，它们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 23.4%、34.6%、73.4%和 27.3%，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

1。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

贫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 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 89.2%、

93.8%、23.4%、89.5%和 77.4%，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 1。从上述分析可知，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

助者的社会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地位贫困等方面起到了一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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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相关研究指出，社会地位对多维贫困状况改善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社会地位越低，个人陷人多维贫困的可能性相对越大
［13］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权力配置的不公平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弱化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

感。二是从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资源匮乏，往往导致他们无形中受到社会排斥，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

获得感水平。三是从能力的不对等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因能力弱或内生动力不足，无法有效参与到扶贫项目中去，

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获得感。 

总体来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即部分验证了假设 1和假设 2。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

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此外，因地方性文化差异

也会导致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差异性。如因民间信仰、生活方式、发展意识、地缘关系和社会责任感等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也

会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社会获得感、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5 政策建议 

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 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扶贫方式需要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从扶贫济

困式向开发式、产业式扶贫转移，从一次性扶贫向可持续的扶贫转移。“造血式”扶贫主要路径就是资产扶贫，即在不改变用

途的情况下，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人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充分利用

区域内的地质遗迹资源，开拓地质旅游市场，依托地质旅游发展带动农副土特产品销售为当地群众发展服务产业提供需求，实

现产业转型致富［14-16］，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而使贫困人口更有能力、

更有动力彻底走出贫困，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长期稳固脱贫[17-18]。 

第二，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不仅直接关系到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效率，而

且也直接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输血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

得感;而“造血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得感。应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

式，确保扶贫资源主要流向公益性岗位与就业培训，开辟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加强就业培训。 

第三，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2020 年后扶贫开发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切实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福

利获得感，就必须走出“因病滞贫”的实践困境，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第四，着力增强 2020 年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目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偏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精准扶贫对象识别的不公正性。将 2020 年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着力增强 2020 年后农

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以达到持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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